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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跨地区”流动性变化及产出效应分析

马草原， 李宇淼， 孙思洋

［摘要］ 本文通过构建量化空间一般均衡模型，使用 2000—2015年 4次全国人口普

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跨地区”流动对劳动力空间配置的影响及产出效应。研究发现，户

籍制度阻隔下农民工只能在城市“暂住”，这种“城市过客”特征使得农民工不必背负城市公

共福利背后隐含的迁移成本，显著提升了其跨地区的流动性，客观上优化了中国劳动力的

空间配置效率。反事实分析表明，与城市劳动力较低的跨地区流动性相比，农民工跨地区

充分流动通过要素空间配置的优化对 GDP的年均贡献达 1.26%。2010年之后，农民工市

民化进程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实现了城市定居，享受到部分城市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

然而，社会保障的属地化管理提高了农民工跨地区流动的机会成本，城市就业的“锁定效

应”引致 2010—2015年农民工跨地区流动性的大幅下降，导致 GDP损失 0.50%。本文的研

究表明，在引导农民工进城定居、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农村劳动力跨

地区流动性大幅下降对要素配置效率的不利影响。本文为破除阻碍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

体制机制、通过提升公共福利的可携带性减轻就业“锁定效应”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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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无论在政策制定还是学术研究层面，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关注长期聚焦于“跨城乡”流动，

却很少注意农民工进城之后，由于变换打工地点而形成的“跨地区”流动。农民工跨地区流动的本

质是劳动力要素的空间配置过程，截至 2022年末，中国农民工数量已经达 2.96亿人，数以亿计的农

民工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流动势必通过劳动力要素的空间配置产生显著的产出效应。党的二十大报

告明确提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在当前经济增速整体放缓的背景下，深

入分析农民工跨地区流动的特征与变化趋势，揭示背后的制度动因，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来推动形成畅通有序的劳动力流动新格局、优化要素配置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 2000年、2005年、2010年及 2015年 4个年份的全国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数据，以省

份为地区划分标准，计算了农民工跨省的流动性（在不同省份的城市之间变换工作地点）。作为对

［收稿日期］ 2023-03-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中的效率增进与协同推进共同富裕路径研

究”（批准号 22AZD119）。

［作者简介］ 马草原，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李宇淼，西安交通大学经

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孙思洋，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马草原，电子邮箱：

macaoyuan0931@163.com。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23



马草原等：农民工“跨地区”流动性变化及产出效应分析

照，本文还测算了城市户籍劳动力跨省的流动性。通过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两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一是农民工的跨地区流动性远高于城市劳动力；二是 2010年之后，农民工跨地区的流动性大幅下

降，而城市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性却明显上升（见图 1）。

图 1 2000—2015年农民工和城市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性变化趋势

深入考察中国户籍制度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政策背景，有助于对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跨地区

流动性的显著差异给出合理的现实解释。在中国现实中，城市户籍附带的社会保障及公共福利

是属地化管理的，不同地区的城市公共福利不仅存在差异，而且长期处于地区割裂状态，不能“随

人而动”。因此，城市户籍劳动力在跨地区流动时，势必放弃迁出地的户籍所附带的某些社会保

障和公共福利，这种机会成本是城市劳动力跨地区迁移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文献已证实

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对劳动力就业具有“锁定效应”（Madrian，1994；秦雪征和郑直，

2011；于新亮等，2019）。对于农民工来说，户籍分割导致他们无法在城市真正落地生根，但正是

因为农民工难以获得城市户籍，才使得城市公共福利隐含的机会成本不会成为这些“城市过客”

跨地区流动的羁绊，农民工在城市的“暂住”特征，也决定了城市宜居度、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

条件等因素不会对农民工跨地区迁移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上述原因导致农民工跨地区流动时

所面临的迁移成本更低，当城市之间由于要素错配而产生工资差异时，农民工能够快速地低成本

流动以捕捉工资套利机会，从而在客观上优化了要素空间配置效率。

2010年之后农民工跨地区流动性的大幅下降（见图 1），取决于这一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和户

籍制度改革的加速推进。一方面，2010年前后国务院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的意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征求意见稿），提

出“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医保”“为农民工缴纳城市养老保险”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措施。在中央政策

的推动下，2010年以来，农民工逐渐被纳入城市社会公共福利体系。另一方面，2011年 2月国务院

办公厅发布《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一些农民工通过在城市（多为当地县

城）购置房产逐渐实现了定居，他们的子女也可以在城市接受教育。这些制度变革对于保障农民工

权益、实现城市公共福利公平分配以及推进农村人口市民化具有重大意义。但同时也应看到，农民

工在分享城市社会公共福利、逐步实现城市定居的同时，城市公共福利的“锁定效应”显著提升了他

们跨地区流动时的迁移成本，导致了 2010年以来农民工跨地区流动性大幅下降。对于城市劳动力

来说，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的深化改革只会不断降低他们跨地区流动的制度障碍，使得城市劳动

力的跨地区流动性在 2010年之后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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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量化农民工的跨地区流动性变化对要素配置效率和产出的影响程度，本文在 Tombe and
Zhu（2019）研究的基础上，将农民工和城市劳动力的不同迁移模式以及城市公共福利分配的偏向性

引入 EK模型框架（Eaton and Kortum，2002），构造了量化空间一般均衡模型。使用 2000年、2005年、

2010年、2015年 2次人口普查与 2次人口抽样调查的微观大样本数据，基于对劳动力跨地区迁移成

本的核算，运用反事实分析方法量化了农民工跨地区流动性变化的产出效应，作为对照，将城市劳

动力跨地区流动也纳入量化分析框架。研究发现：①农民工的“城市过客”特征及跨地区充分流动

显著优化了中国劳动力的空间配置效率，对 GDP的贡献年均达 1.26%。②2010—2015年劳动力市

场改革和户籍制度变迁的加速推进对不同类型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影响截然不同。由“暂住”到

“定居”的转变及由此产生的城市“锁定效应”导致农民工跨地区流动性大幅下降，使 GDP损失

0.50%；城市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性持续提高，通过劳动力空间配置的优化“对冲”了农民工跨地区

流动性下降造成的效率损失。

本文是较早关注中国农民工跨地区流动性问题并量化其产出效应的研究，主要贡献是为观察

和理解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产出效应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有助于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劳动力

市场改革及户籍制度变迁对要素配置效率的真实影响。必须澄清的是，本文的结论并不意味着对

户籍制度的支持或肯定，也绝不是反对农民工分享城市公共福利与进城定居，而是在于提醒政策制

定者在推动农村人口进城定居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到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性大幅下降对经济

的负面冲击。在持续提升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的基础上，通过劳动力市场的综

合改革，提高城市公共福利的可携带性，实现社会保障的跨地区无障碍转移，从而消除“锁定效应”

以优化劳动力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增长。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是针对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制度性因素的研究，其中户籍制度对中

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备受关注。大量研究表明，与户籍相关的各种城市偏向的经济和就业政策造

成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城市化进程滞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资源配置扭曲的重要原因

（蔡昉和杨涛，2000；陈钊和陆铭，2008；刘晓峰等，2010；陈斌开和林毅夫，2010，2013）。户籍阻隔不

仅体现为城乡部门之间人口迁移的障碍，还影响了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劳动力的流动，不少研究注意

到户籍对于劳动力跨地区配置的分割效应（Au and Henderson，2006；孙文凯等，2011；梁琦等，2013；
朱江丽和李子联，2016；张吉鹏等，2020），个别研究总结了农民工在地区间频繁转换工作的特征，讨

论了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等特征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白南生和李靖，2008）。在影响劳动力流

动的诸多因素中，社会保障（尤其是医疗保险）“携带性”不足造成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引起了学者的

关注。一些国外的早期研究证实了医疗保险对劳动力具有显著的就业“锁定效应”（Job-Lock）
（Madrian，1994）。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与户籍属性深度绑定，其“非携带性”特征以及对劳动力的

就业“锁定效应”也更为明显，不少学者研究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秦雪征

和郑直，2011；贾男和马俊龙，2015；于新亮等，2019）。

在量化分析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模型方法上，大量文献建立了包含多个地区以及地区间劳动力

市场摩擦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研究了户籍制度及其他政策性因素对于劳动力空间配置的影响程

度（Desmet and Rossi-Hansberg，2013；Hsieh and Moretti，2019）。事实上，要深入刻画制度障碍对劳

动力跨地区流动配置的影响，除了上述文献中设定地区层面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研究范式外，一个更

为直接的方法是基于量化空间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地区之间以“冰山成本”的形式引入双边迁移

成本。近年来，一些文献通过在 Eaton and Kortum（2002）提出的基础模型中纳入内生性的劳动力迁

移决策，定量评估了各种政策干预或外部冲击对劳动力空间配置的影响（Ahlfeldt et al.，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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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ding，2016；Bryan and Morten，2019；Caliendo et al.，2019；盖庆恩等，2019；赵扶扬和陈斌开，

2021）。作为阻碍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典型制度障碍，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自然成为研究者关注的

焦点。Fan（2019）构建了包含多部门投入产出关联和高低技能劳动力迁移决策的空间均衡模型，证

明国际贸易扩大了中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以及地区内的技能溢价，但通过户籍改革削减劳动力的

迁移成本可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Tombe and Zhu（2019）设定了一个多省份、两部门（农业与非农

业）的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中的劳动力在跨地区或部门流动时不仅受到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迁移成

本的阻碍，还面临着集体土地制度下放弃土地收益造成的损失。王丽莉和乔雪（2020）进一步将劳

动力迁移的空间均衡模型应用于地级市层面，基于城乡及不同规模城市劳动力进入壁垒的差异，揭

示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根源与成因。赵扶扬等（2022）则用动态量化空间模型分析了资本积

累、人口流动对经济收敛的影响。

上述重要文献为评估户籍制度对劳动力跨地区配置的影响、模拟户籍制度改革的产出和福利

效应提供了标准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但是，此类研究基本都是笼统地考察劳动力从户籍地到

居住地的迁移过程，迄今为止，鲜有文献专门针对农村劳动力因变换城市打工地点而产生的“跨地

区”流动配置展开量化分析。

二、制度背景与典型事实

自 1958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来，户籍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着不同的

政策使命。早期户籍管理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城乡分割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围绕户籍

制度而设置的一系列城乡分割政策严格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

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短期流动”的控制相应放松。1984年，中央政府发

布了《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意味着户籍制度不再完全限制劳动力的跨地区

流动。1992年中央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后，真正意义上的要素市场迅速发育，政策制定

者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 1998年开始，“城乡统筹就业”的政策提法不

断见诸中央文件（孙文凯等，2011），并被明确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

年计划纲要》。尤其是 2004年以来，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问题，通过农村劳动力向

城市的转移来提高农民收入成为各级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政策举措。

在政府的人口流动政策取向出现逆转的同时，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的城市部门快速扩张也创造

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户籍制度阻隔下，虽然在城市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很难获得城市户籍进而完

成真正的永久性迁移，但仍然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以“临时就业”的形式涌入城市，形成了数以亿计

的农民工群体。如前文所述，农民工在城市的暂住性质决定了隐含在城市公共福利上的各种迁移

成本不会对他们跨地区的流动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在客观上促进了农民工在不同城市之间的自

主流动，显著提升了劳动力要素的空间配置效率。但是，这种效率的提升是以农民工福利牺牲为代

价的。

农民工在城市的临时就业本质上是户籍分割下的就业歧视，农民工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尤其

是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却无法享受到与城市户籍劳动者相对等的社会保障福

利和公共服务。这种“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保”现象不仅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

中央政府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高度重视。2009年 4月，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签订劳动合同并与企业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要按照

26



2023年第 9期

国家规定明确用人单位缴费责任，将其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009年 2月，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征求意见稿），要求“在城镇就业并与用人单位

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2011年 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积极稳

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强调“要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转

移，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此后，很多城市陆续放松了本地购房的户籍限制，一部分

农民工通过在城市购置房产逐渐实现了常住或定居，其子女也能在购买房产的城市接受教育。这

些政策措施的出台逐步将农民工纳入了城市公共福利体系，切实保障了农民工的权益，但由于城市

公共福利不能“随人而动”，农民工在分享城市社会公共福利、逐渐实现城市定居的同时，公共福利

对农民工的就业“锁定效应”开始显现，客观上推高了他们跨地区的迁移成本，导致了 2010年以来

农民工跨地区流动性的大幅下降。

基于 2000—2015年 4次全国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数据的典型事实分析①，能很好地为上述

制度变迁对农民工跨地区流动性的影响提供初步佐证。本文将非农业部门就业的全部劳动力区分

为“农民工”和“城市劳动力”两种类型。在调查样本中，劳动力是指年龄在 16—60周岁、“从事一小

时以上”工作的调查者。其中，拥有农业户籍但在非农业部门工作的劳动力定义为“农民工”，拥有

非农业户籍并在非农业部门工作的劳动力定义为“城市劳动力”。②考虑到城市国有部门对劳动力

流动的阻滞效应（马草原等，2020），仅保留城市非国有部门的劳动力样本，用于和农民工样本相比

较。再考虑到城市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都高于农民工，而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和收

入水平也可能影响其跨地区的流动意愿，因此，进一步通过样本排序剔除的方法，排除了受教育水

平、收入水平对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性的影响，以提高农民工和城市劳动力的可比性。具体方法是：

以当年农民工的平均学历为参照，将城市劳动力按学历从高到低排序，从顶端开始逐步剔除高学历

个体，直到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学历和农民工平均学历相等。同理，将城市劳动力按收入从高到低排

序，逐个剔除高收入样本直到与农民工的平均收入相等。

表 1展示了农民工与不同类型城市劳动力的跨省迁移情况。表 1中流动比例是指“调查时居住

地”和“五年前（或一年前）常住地”的省份不一致的劳动力占全体该类型劳动力的比重。一个基本

的发现是，农民工的跨省流动比例远远高于城市劳动力。以“五年前常住地”定义的流动比例为例。

全样本下，从 2000年、2005年、2010年 3个年份截面看，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跨省流动比例的差距

都很悬殊。即便考虑了能够明显影响城市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所有制属性和个体特征之后，农民

工的跨地区流动比率也远高于城市劳动力。值得关注的是，农民工的跨省流动比例在 2010—2015
年出现了大幅下降，而城市劳动力却大幅跃升，在此期间，农民工的跨地区流动性虽然仍大于城市

劳动力，但差距显著缩小，两类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性的趋同特征十分明显。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清华大学数据开发中心微观数据库。具体包括：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

查数据、200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 2015年 1%人口抽样

调查数据。其中，2005年数据为全国抽样调查总样本的 1/5随机子样本。鉴于 2005年和 2015年数据

均为抽样调查（小普查），各省人口的抽样比例存在差异，本文利用数据中给定的权数进行了加权处

理，此外还剔除了数据缺失严重的西藏地区。本文观点、结果不代表数据开发中心或国家统计局的意

见或观点。

② 2015年的抽样调查未统计“户籍属性”，本文用“是否拥有农村土地承包权”指标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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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类型劳动力跨省流动比例 单位：%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5
平均

流动比例（五年前常住地）

农民工

18.09
16.20
16.40
9.42
15.03

城市劳动力

全样本

2.86
3.14
3.74
7.15
4.22

非国有部门

3.69
4.51
4.28
8.35
5.21

低学历

2.48
2.73
2.90
8.65
4.19

低收入

2.53

2.53

同时控制

2.91
3.27
3.17
9.40
4.69

流动比例（一年前常住地）

农民工

5.27

2.90
4.09

城市劳动力

全样本

0.96

1.54
1.25

非国有部门

1.36

1.84
1.60

低学历

0.91

1.83
1.37

低收入

0.83

0.83

同时控制

1.08

2.03
1.56

注：仅有 2005年的人口抽样调查提供了收入数据，只有 2005年和 2015年的人口抽样调查提供了劳动者的“一

年前常住地”指标，空白处表示数据缺失。

农民工跨地区流动性更加充分，意味着当地区之间由于劳动力市场错配而出现工资差异时，农

民工能通过更加迅捷的跨地区流动来捕捉工资套利机会，导致不同地区之间的农民工的收入离散

程度更小。因此，可以通过考察劳动力跨地区的收入离散程度初步判断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效率

（潘士远等，2018；黄文彬和王曦，2021）。在已有 4个年份的数据中，只有 2005年的全国人口抽样调

查统计了劳动者的收入数据，可以据此计算农民工收入的省际离散程度（作为对照，本文还计算了

城市劳动力收入的省际离散程度）。①结果显示，城市劳动力的收入离散程度（0.18）明显高于农民

工（0.12）。进一步控制两类群体所有制部门属性差别，以及受教育程度、年龄、健康程度等个体特

征差异后，不同省份之间农民工的收入离散性始终稳健地小于城市劳动力。

上述典型事实表明，与城市劳动力相比，农民工有着更高的跨地区流动性、更低的跨地区收入

离散性。在中国区域发展失衡，要素市场一体化程度不高的现状下，农民工跨地区的充分流动不仅

能有效缓解地区之间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使得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更为匹配，而且还有助

于更多的劳动力流入高生产率地区，进一步优化要素的空间配置效率（夏纪军，2004；潘士远等，

2018）。接下来，本文构建了量化空间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反事实方法定量分析农民工跨地区迁移

成本的变化及其产出效应。

三、模型设定

参考 Tombe and Zhu（2019），考虑一个由 N个地区组成的经济体，每个地区包括两个部门：农村

农业部门和城市非农业部门。农村劳动力在农业部门生产农业产品，农民工和城市劳动力在非农

业部门生产非农业产品。因此，模型共有 2N个地区部门。所有部门的集合为 J，针对农村劳动力的

部门流动，用上角标 n代表初始部门，i代表迁移部门，其中，{ }n，i ∈ J，在下文中如果不区分部门则

用上角标 j代表所属部门。对于劳动力和商品的地区流动过程，用下角标 o代表来源地区，用 d代表

目的地区，其中，{ }o，d ∈ G。 na为城市劳动者，ag为农村劳动力，集合 h代表劳动力的种类，即

{ na，ag } ∈ h。城市劳动力表示为 Li，nao，d ，且只关注跨地区迁移；农村劳动力表示为 Ln，i，ago ，当 n ≠ i时，农

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成为农民工 Li，ago，d ，并且农民工可以选择跨地区迁移。每个地区 d、部门 j拥有固

定的土地
-h
j

d。

① 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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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劳动力和迁移

（1）偏好。考虑劳动者 h中的个体，其在地区 d、部门 j的效用函数用 U j，h
d 表示：

max U j，h
d = zj，hd Cj

d
αh hj（1-αh）d （1）

Cj
d = ( )Cj，ag

d

sa( )Cj，na
d

1-sa
（2）

其中，αh为非住房消费品的消费权重，zj，hd ( )Χ 为个体对地区 d，部门 j的个人偏好。参考 Redding
（2016），zj，hd 服从 Fréchet分布，分布函数为：

F ( )zj，hd ( )Χ = F ( )zj，hd ( )Χ ≤ Z = e( )-Z-εh
（3）

参数 εh反映了偏好分布的离散程度，即 εh越高，不同劳动力的偏好差异越小。Cj
d为劳动者的

实际消费数量，代表了一篮子的消费品，包括农业产品 Cj，ag
d 和非农业产品 Cj，na

d 。 sa为农业消费品的

份额，hjd为劳动者在迁移地 d购买的土地数量。

根据劳动者效用最大化条件，可以得到劳动者对消费品和土地的实际购买数量。由此可以求

得用总收入和商品价格表示的间接效用函数：

U j，h
d = T W j，h

o，d z
j，h
d ( )Χ

é
ë

ù
û( )Pj，ag

d

sa( )Pj，na
d

1-sa αh

r j (1-αh )d

（4）

其中，T = αh αh（1 - αh）( )1-αh 为常数。Pj
d 、rjd分别为消费品 cjd、土地 hjd的价格，W j，h

o，d为劳动者在地

区 d、部门 j的名义可支配收入。

（2）迁移决策。接下来考虑不同户籍劳动力的迁移决策。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分为两步：第

一步，由农业部门进入非农业部门成为农民工；第二步，在进城打工之后，考虑在不同城市之间流动

以最大化其收入及效用。

农村劳动力在两个部门中进行跨城乡决策，使得考虑迁移成本后的效用函数最大化：

max
i∈j

T V i
o zi，ago ( )Χ
Dn，i，ag
o

（5）

其中，V i
o = W i

o

é
ë

ù
û( )Pi，ag

o

sa( )Pi，na
o

1-sa αh

r i (1-αh )o

为农村劳动力的实际可支配收入。Dn，i，ag
o 为农村劳动者从 n

到 i的跨城乡迁移成本。农村劳动者选择跨城乡迁移，需要满足考虑迁移成本后的非农业部门 i的

效用高于农业部门，农村劳动力选择到非农业部门工作的概率 mn，i，ag
o 为：

mn，i，ag
o = Pr ( )V i

o zi，ago ( )Χ
Dn，i，ag
o

≥ V n
o zn，ago ( )Χ = ( )V i

o

Dn，i，ag
o

ε

( )V i
o

Dn，i，ag
o

ε

+ (V n
o )ε

（6）

其中，ε为农村劳动力跨城乡迁移弹性。依据大数定律，mn，i，ag
o 既是农村劳动者选择迁移到非农

业部门的概率，也是农村劳动力选择跨城乡转移的比例，因此有：

Li，ago = -L
n，ag

o mn，i，ag
o （7）

其中，Li，ago 为选择跨城乡工作成为农民工的劳动者数量。

在农村劳动力做出跨城乡决策、成为农民工之后，将进一步面临在不同城市之间跨地区流动的

决策，城市劳动力同样面临跨地区流动的决策。在所有地区中选择工作地使得考虑迁移成本后的

效用函数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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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d∈G

T V i，h
o，d z

i，h
d ( )Χ

Di，h
o，d

（8）
其中，h = { na，ag }代表两类劳动力群体：城市劳动力 na和农民工 ag。

其中，V i，h
o，d = W i，h

o，d

é
ë

ù
û( )Pi，ag

d

sa( )Pi，na
d

1-sa αh

r i (1-αh )d

为劳动者的实际可支配收入。Di，h
o，d为劳动者从 o到 d的迁

移成本。劳动者选择目的地 d，需要满足地区 d的效用比其他任意 N-1地区的效用更高，可由此推

导出劳动者选择地区 d的概率 mi，h
o，d为：

mi，h
o，d = Pr ( )V i，h

o，d z
i，h
d ( )Χ
Di，h
o，d

≥ max
g∈G

V i，h
o，g z

i，h
g ( )Χ
Di，h
o，g

= ( )V i，h
o，d

Di，h
o，d

εh

∑
g∈G ( )V i，h

o，g

Di，h
o，g

εh
（9）

上式表明，劳动者选择迁往地区 d的概率取决于地区 d的实际可支配收入 V i，h
o，d、迁移成本 Di，h

o，d及

其余 N-1个地区的实际收入和迁移成本。依据大数定律，mi，h
o，d 既是劳动者选择迁移到地区 d的概

率，也是劳动力从 o迁往 d的劳动者比例，因此有：

Li，hd =∑
o∈G
Li，ho，d =∑

o∈G
-L
i，h

o mi，h
o，d （10）

其中，Li，hd 为地区 d的非农业劳动者总数量，包括了农民工 Li，agd 和城市劳动力 Li，nad ，等于所有来源

地 o迁往目的地 d的非农业劳动力总和。

2.生产和贸易

每个地区、部门的最终产品 Y j
d 由中间产品 Y j

d
( )v（v ∈（0，1））通过常替代弹性生产函数（CES）

生产：

Y j
d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01 y jd ( )v

η-1
η dv

η
η-1

（11）
其中，η代表中间产品间的替代弹性，中间产品 y j

d
( )v 的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

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当 j = n时，农业部门生产投入农村劳动力；当 j = i时，非农业部门生

产投入劳动力包括农民工和城市劳动力。其中，生产的技术水平 φj
d
参考 Eaton and Kortum（2002），

假设服从 Fréchet分布，分布函数为：

Fd( )φj
d
= Fd( )φj

d
≤ φ = e-T j

d φ
-θ

（12）
其中，T j

d
为部门生产率参数，反映了其他因素对生产技术水平的影响，数值越大，生产技术水平

的期望值越大。θ代表了生产率分布的分散程度，θ越大代表地区间的生产率差异越小。通过最小

化要素投入成本，可以得到地区 d在生产效率 φj
d
下生产的边际成本为：

MCj
d = ( )w' j，hd

β Lj

β Lj ( )rjdβ pj β pj ( )Pag
d

β agj

β agj ( )Pna
d

β naj

β naj

φ j
d

-1 （13）
其中，w' j，hd 和 rj

d
分别代表劳动力和土地的价格，Pag

d 、Pna
d 为中间投入产品的价格。对于生产者，将

产品 Y j
d由来源地 o出售到目的地 d需要支付的单位贸易成本，即“冰山成本”为 τjo，d。τjo，d衡量了不同

地区间的运输成本、贸易壁垒等，结合边际成本的表达式，可以得到 d地区的消费者购买 o地区生产

的产品所需要支付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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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
o，d（ν）= τjo，d MCj

o （14）
对于地区 d的消费者或企业在购买产品 v时，会选择价格最低的地区购买，即Pj

d（ν）= { }min
o∈G P

j
o，d（ν）。

因此，地区 o将产品 v出售到地区 d的概率 πj
o，d为：

πj
o，d = T j

o ( )τjo，d MC
j
o( )v -θ

∑
g∈G
T j

g ( )τjg，d MC
j
g( )v -θ （15）

贸易概率 πj
o，d取决于地区 o的生产效率 T j

o
、o到 d的贸易成本 τjo，d、地区 o的生产成本MCj

o，以及其

他所有地区间的贸易成本 τjg，d、生产效率 T j
g
和所有地区的生产成本MCj

g。依据大数定律，πj
o，d也可以

表示为地区 d总收入中用于购买 o地区产品的比例。此时，地区 d中最终产品的价格指数表示为：

Pj
d
= γ{ }∑

o∈G
T j

o
[ ]τjo，d MC

j
o
( )ν -θ -1/θ

（16）

其中，γ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Γ ( )θ - σ + 1

θ

1/ (1-σ )
> 0为常数。

3.城市户籍福利分配

中国城市户籍附带的公共福利的分配长期呈现地区割裂状态，一方面，农民工无法享受到同等

的城市公共福利，尽管他们在公共财政的税基创造上和城市居民的贡献没有显著差别（叶建亮，

2006）；另一方面，城市公共福利实行“属地化”管理，外来的城市劳动者也无法享受到和本地市民一

样的公共福利（孙文凯等，2011；刘修岩和李松林，2017）。

基于以上两个现实，在模型中设定政府对全体非农业劳动者征税 ωwi
d（Li，agd + Li，nad )。其中，ω为

税收比率，也可视为政府用于城市部门公共支出的比例。并且将税收作为户籍福利分配给未迁出

的居民。农民工和未迁出的城市劳动力享受户籍福利的程度有所区别，b既代表了整体未迁移农民

工可以获得的户籍福利比例，也代表了“锁定效应”的大小，农民工获得的户籍福利越多，在迁移时

需要放弃的这部分收益越大，户籍福利对农民工流动的阻碍效应越明显。因此，农民工和城市劳动

力考虑户籍福利分配后的可支配收入W i，h
o，d可表示为：

W i，h
o，d =

ì

í

î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1 - ω )wi
d ( d ≠ o )

(1 - ω )wi
d + bωw

i
d Lid

Li，add
(h = a and d = o )

(1 - ω )wi
d + (1 - b )ωw

i
d Lid

Li，nadd

(h = na and d = o )
（17）

其中，b = ξLi，add
Lidd

，参数 ξ 代表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劳动力可以获得的户籍福利比例，其中，

ξ ∈ [ ]0，1 ，当 ξ = 0时，农民工无论是否跨地区务工，均无法享受到户籍福利。当 ξ = 1时，农民工和

城市劳动力完全一致，均等地享受城市户籍福利，此时农民工选择跨地区流动时，需要放弃的户籍

福利最大。

4.地租

假设劳动力在迁移地消费住房，但土地收入只分配给所有拥有该地区户籍的劳动力。此时土

地收入只影响农民工是否跨部门的迁移决策，因此，只决定进入非农业部门工作的农民工数量。由

于农民工的户籍地在农业部门，农民工在地区间流动不受土地收入的影响，而对于城市劳动力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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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流动时则需要考虑土地的收入。d地区劳动力的总收入来源于两部分：一是劳动力本身作为生

产要素的工资性收入，用 w' jd来表示；二是所有地区户籍地土地收入，用∑
o

r jo hjo来表示。推导可得

如下表达式：

w' jd L jd
β Lj

=∑
o

π j
od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h

s（1 - αh）(∑
j

W j，h
d L j，hd ) +∑

j

β jj
β Lj
w' jd L jd （18）

5.空间一般均衡与模型求解

均衡状态下，劳动力工资 { }w' jd 、土地价格 { }rj
d
、产品价格 { }Pj

d
、劳动力迁移份额、贸易份额

{ }mn，i，ag
o ，mi，h

o，d，π
i
o，d 与初始禀赋{ }Lj，hd ，hjd 将使上述所有等式对所有部门和地区同时成立。

参考 Dekle（2007）的调整方法，本文将政策冲击前后的均衡表示为相对变化形式①，用 x代表原

变量，政策变化后为 x'，相对变化定义为：x̂ = x'
x
。则上述的一般均衡条件变为相对变化的形式。实

际产出的变化等于各地区、部门各类劳动力加权后的实际收入变化值：

Ŷ =∑
d
∑
j
∑
h

ϕ j
d V̂ j，h

o，d L̂
j，h
d （19）

其中，ϕj
d =

∑
h

V j，h
o，d L

j，h
d

∑
j
∑
h
∑
d

V j，h
o，d L

j，h
d

，代表了对初始均衡中总产出的贡献占比。

因此，需要校准的模型参数有 αh、β Lj 、β pj 、β agj 、β naj 、sa、ω、θ、ε、εh、ξ。模型的初始均衡值 Lj，hd 、V j
o，d、

mn，i，ag
o 、mi，h

o，d、π
j
o，d可根据历年的截面数据进行校准。在反事实分析中，通过改变劳动力迁移成本的相

对变化 D̂ i，h
o，d，即可求解模型获得新均衡值{ }r̂ jd，ŵ' j，hd ，ŵ j，h

d ，X' jd，L̂ j，hd ，Ĉ j，h
d
，M̂Cj

d，π̂ j，h
o，d，P̂

j
d
，Ŵ j，h

o，d，m̂
n，i，ag
o ，m̂ j，h

o，d ，以

及产出的变化{ }Ŷ 。

四、参数校准与估计

1.数据与初始均衡

本文利用 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 4轮全国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构建了

农村劳动力跨城乡转移份额 mn，i，ag
o 及劳动力跨省迁移矩阵 mi，h

o，d，涉及的地区包括除港、澳、台和西

藏之外中国大陆的 30个省级行政区域。相关数据的具体处理过程与“典型事实”相同，在全部劳

动力样本中，将拥有农业户籍但在非农业部门工作的劳动力占全体农业户籍劳动力的比例定义

为农村劳动力跨城乡转移份额，并将这部分迁移的农村劳动力 Ln，i，ago 定义为农民工。城市劳动力

定义为拥有非农业户籍并且在非农业部门工作的劳动力。计算农民工和城市劳动力的跨地区迁

移矩阵时，如果“调查时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所在的省份不一致，则识别为跨地区（省份）

迁移。②

① 在多部门、多地区的情况下，传统的反事实分析方法需要校准和估计大量的参数，而用相对变化的形式表

示均衡只需估计较少的模型参数。

② 根据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的统计方法：若临时离开现住地，比如出差、旅游等，应在其家中作为现有人

口登记，不能在出差、旅游地登记。因此，那些短暂离开户口登记地的劳动力并不会作为迁移或流动人口

进入迁移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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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迁移矩阵 mn，i，ag
o 和 mi，h

o，d，以及从普查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取的各省份农业和非农业

从业人数 Ln，agd 和 Lid，进一步可测算各省份和部门两类劳动力的初始均衡值 Lj，ho 。贸易数据来源于《中

国地区间投入产出表》（2002，2007，2012），由此来构建贸易份额矩阵 πj
o，d。对于劳动力实际可支配

收入 V j
o，d，首先使用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各省份分部门的劳动力人均名义地区生产

总值，进而参考 Hao et al.（2020）的方法，使用 Brandt and Holz（2006）构建的 1990年省级城乡居民消

费价格作为基期价格计算消费价格指数对名义地区生产总值进行平减，以剔除各地区的生活成本

差异，得到劳动力实际收入，接着根据模型计算得到 V j
o，d。

2.参数校准

本文需校准的参数有{ }αh、β Lj、β pj、β agj 、β naj 、sa、ω、θ、ε、εh、ξ 。αh = { }αa，αn 为两类劳动力非住房消

费品的消费权重，通过计算统计年鉴中的住房支出数据，分别设定为 0.85、0.89。β Lj、β pj、β agj 、β naj 取值

参考 Tombe and Zhu（2019），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中，劳动要素投入份额分别为 0.29、0.22；土地要

素投入份额为 0.28、0.03；农业中间产品投入份额为 0.26、0.05；非农业中间产品投入份额为 0.17、
0.70。Sa为非住房消费品中农业部门消费品的比例，基于投入产出数据校准为 0.095。ω代表用于

户籍福利的税收比例，通过计算统计年鉴中各省份用于城市的教育事业费、卫生经费、政策性补贴、

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校准为 0.034。ξ代表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劳动力可

以获得的户籍福利比例。中国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2005，2015）提供了详细的社会养老保险和

社会医疗保险参保情况，本文将两类人群的平均参保数量之比 0.18作为参数 ξ的校准值。θ为贸易

弹性参数，参考 Fan（2019）、Tombe and Zhu（2019）校准为 4。
3.迁移收入弹性

接下来估计劳动力的迁移收入弹性。根据式（9），劳动力跨地区迁移比例与目的地省份的收入

正相关，与来源地省份收入和迁移成本负相关。参考 Tombe and Zhu（2019），用省份之间的距离替

换迁移成本 Di，h
o，d，得到可用于估计的线性表达式。使用 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的劳动力

跨地区迁移矩阵、城市部门劳动力实际收入及省份距离数据，除了控制初始地固定效应之外，本文

还控制了初始地年份固定效应及劳动力种类。但是，即使在控制了固定效应之后，目的地收入仍然

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使用邻近省份的距离加权平均收入作为工具变量，一个相邻省份为

高收入的地区往往也会有较高的收入，然后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去估计。估计结果为 1.28，因
此，本文将劳动力跨地区的迁移收入弹性设置为 1.28。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后文采用了更

多的取值进行稳健性分析。①

农村劳动力的“跨城乡”迁移弹性基于已有文献结论进行校准。由式（6）变形可得：

ε = ln (∑
o

-m
n，i

o /∑
o

(1 - -m n，i

o ) ) /ln ( -d n，i

o ∑
o

-V
i

o /∑
o

-V
n

o ) （20）
其中，

-m
n，i

o 、
-V

i

o、
-V

n

o 分别为 30个省份 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的平均跨城乡迁移比例、非

农业部门平均实际收入、农业部门平均实际收入。
-d
n，i

o 为跨城乡迁移成本，Hao et al.（2020）计算得

到 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迁移成本分别为 2.25、1.87、1.32、
0.87，因此，本文将

-d
n，i

o 取平均值 1.58，代入上式计算可得 ε = 1.77。
估计出劳动力迁移收入弹性之后，即可计算劳动力跨省份的迁移成本。根据式（9），迁移成本

取决于省份间实际收入差距、劳动力跨地区迁移份额与未迁移份额之比及迁移收入弹性。据此可

① 估计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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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计算 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农民工和城市劳动力跨省份的迁移成本矩阵 Di，h
o，d。

迁移成本越大，意味着劳动力跨省流动受阻越严重。计算结果表明：①农民工的跨地区平均迁

移成本远低于城市劳动力，在剔除收入差异、工作部门性质、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之后结论依然不变，

这充分说明农民工在跨地区迁移流动中所受的阻碍远小于城市劳动力，与前文的典型事实分析相

互印证。②农民工的迁移成本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2000—2010年的迁移成本不断降低，这

与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清除城市部门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制度有关。③2010年之后农民工的迁

移成本不降反升，这一变动特征与农民工被逐步纳入城市公共福利体系以及在城市实现定居的进

程相吻合，由暂住向定居的转变显著提升了农民工的跨地区迁移成本。

五、反事实分析

1.农民工跨地区充分流动的产出贡献

在区分农民工和城市户籍劳动力的基础上，为了测度农民工跨地区“低成本”流动的产出贡献，

将农民工跨地区流动的迁移成本矩阵替换成城市户籍劳动力的跨地区迁移成本矩阵，令 d̂ i，ago，d =
di，nao，d /di，ago，d ( )o，d∈G ，即假设农民工在不同省份间的跨地区迁移成本等同于城市户籍劳动力。依据前文校

准的模型，通过反事实分析计算出 2000年、2005年、2010年及 2015年的农民工流动比例、城市劳动

力 流 动 比 例 及 产 出（GDP）变 化 。 其 中 ，劳 动 力 流 动 比 例 变 化 的 计 算 式 为 ：
é

ë
êêêê∑
o∈G

-L
i，h

o (1 -

m' i，ho，o ) / ù

û
úúúú∑

o∈G
-L
i，h

o (1 - mi，h
o，o ) - 1，m' i，ho，d为变化后的劳动力迁移矩阵。

表 2表明，将农民工的迁移成本替换成城市劳动力的迁移成本之后，产出呈现明显的负向

变化。据式（9），当农民工的跨地区迁移成本提高到和城市劳动力相同水平时，农民工的流动

比例 mi，ag
o，d 大幅下降，显著削弱了中国省份之间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造成了产出下降。在反

事实视角下，这一产出损失可视为农民工跨地区充分流动、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

表 2 农民工跨地区流动成本替换为城市劳动力流动成本后的产出变化 单位：%

2000
2005
2010
2015

农民工流动比例变化

-84.79
-78.03
-74.42
-24.54

城市劳动力流动比例变化

10.76
10.45
12.84
2.11

产出（GDP）变化

-1.31
-1.30
-1.88
-0.53

表 2中，2000—2015年 GDP的平均变化值为-1.26%，意味着农民工的跨地区低成本流动对

GDP的年均贡献为 1.26%。从时间趋势看，2005—2010年，农民工跨地区优化配置的经济贡献递

增，2010年达最大值 1.88%，但在 2015年出现逆转，对 GDP的贡献下降至 0.53%。这说明 2010—
2015年，农民工的迁移成本上升降低了农民工的跨地区流动频率，削弱了劳动力的空间配置效率。

这一结论与 Hao et al.（2020）的研究相互印证，即 2010—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和省际间

劳动力（包含所有类别的劳动力）迁移成本下降幅度的放缓密切相关，而本文的研究进一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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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o et al.（2020）所指出的 2010—2015年省际全体劳动力迁移成本“下降幅度的放缓”正是由农民工

迁移成本的上升所致。与此同时，城市劳动力的省际迁移成本在 2000—2015年持续下降，两类劳

动力的跨省迁移成本显著趋同。

户籍制度阻隔下，农民工的“城市过客”特征使其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劳动者同等的公共福利待

遇，从而丧失了这部分隐性收入。体现在式（17）中，相当于在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存在户籍福利

的转移支付，可以据此单独剥离出农民工的户籍福利损失。反事实分析表明，2000—2015年，城乡

分割的户籍政策导致农民工的福利年均损失 3.18%。①

2.2010—2015年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迁移成本“反向变动”的产出效应

（1）2010—2015年农民工跨地区迁移成本上升的产出效应。为了测度 2010—2015年农民工跨

地区迁移成本上升的产出效应，本文以 2015年为基准，将农民工 2015年的迁移成本替换为 2010
年。②表 3展示了反事实分析的结果。

表 3 2010—2015年劳动力跨地区迁移成本上升的产出效应 单位：%

农民工

城市劳动力

流动比例变化

21.28
-55.26

产出（GDP）变化

0.50
-0.58

表 3显示，如果假设 2015年农民工的迁移成本恢复到 2010年的水平，即农民工的迁移成本没

有上升，则 2015年的 GDP将增加 0.50%。在反事实的视角下，这意味着在此期间农民工跨地区迁移

成本的上升阻碍了劳动力空间配置，最终导致产出损失 0.50%。

（2）2010—2015年城市劳动力跨地区迁移成本下降的产出效应。以 2015年为基期，分析 2010
至 2015年城市劳动力迁移成本下降的产出效应。让劳动力的数量仍保持在 2015年水平，并控制住

农民工的迁移成本不变，仅让 2015年城市劳动力在每个地区间的迁移成本回到 2010年的水平，反

事实分析结果见表 3。
由表 3可见，2010—2015年，城市劳动力迁移成本的下降导致跨地区的流动比例大幅上升

55.26%，通过劳动力跨地区的优化配置，推动 GDP增长了 0.58%。2010年之后，中国劳动力市场改

革和户籍制度变迁加速推进，城市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障碍不断下降，降低了城市劳动力跨地区的迁

移成本，显著提升了流动性，通过劳动力空间配置效率的改善促进了产出增长。

当然，除了上述制度性因素之外，空间距离、地区通达程度、信息传递等摩擦性因素也会对劳动

力迁移成本产生影响。但是，摩擦性因素的变化对两类群体跨地区迁移成本的影响方向应该是相

同的，任何能够导致城市劳动力跨地区迁移成本降低的摩擦性因素的变化，也会促使农民工跨地区

迁移成本的下降。因此，2010年之后农民工和城市劳动力跨地区迁移成本的“反向变化”趋势不能

归因于摩擦性因素，而是以制度性因素为主导的。事实上，也只有制度性因素才可能对两类劳动力

① 对农民工户籍福利变化的量化方案是：在初始模型中设定政府对全体非农业劳动者（城市劳动力+农民工）

征税，但仅将税收作为户籍福利分配给拥有本地户籍且未迁出的城市居民。反事实分析结果中，2000年、

2005年、2010年、2015年，城乡分割的户籍政策导致农民工的福利分别损失 2.95%、2.98%、2.93%、3.84%，4
个时间截面的平均值为 3.18%。

②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迁移成本下降是让每个省份间的迁移成本均下降到各自对应的年份，而非下降至对应

年份的平均成本水平，下文的处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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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地区的迁移成本形成“反向影响”。①

综合上述结论，2010年以来围绕农民工城市公共福利问题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对农民工和城

市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政策效果，导致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跨地区的迁移

成本和流动性出现趋同特征。农民工迁移成本上升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GDP损失 0.50%）被城

市劳动力迁移成本下降导致的产出增长效应（GDP增长 0.58%）所抵消。

六、稳健性检验

1.考虑两类劳动力异质性的影响

考虑到农民工和城市劳动力在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上的差异以及城市所有制分割对研究结

果的干扰，本文分别计算了城市非国有部门劳动力、城市低学历劳动力、城市低收入劳动力这三类

样本的迁移成本用于反事实分析，以剔除城乡劳动力的异质性因素导致的流动差异。②

表 4分别报告了将农民工流动成本替换成城市非国有部门劳动力、城市低学历劳动力、城市低

收入劳动力的迁移成本之后的流动比例和产出变化情况。以产出为例，在剔除国有部门的体制性

因素对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阻碍之后，产出平均下降 1.1%；剔除学历导致的劳动力技能差异对劳

动力跨地区流动性的不同影响之后，产出平均下降 1.26%；剔除收入差异的干扰后，产出下降 1.39%
（仅 2005年），与全样本下的分析结果相差很小，结论稳健。

此外，本文还对三种城市劳动力子样本下农民工福利损失程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反事实分析结

果表明，当分别用城市非国有部门劳动力、城市低学历劳动力和城市低收入劳动力去替换农民工的迁

移成本时，农民工的平均福利损失分别为 3.30%、3.25%、2.92%（2005年），与全样本的结果非常接近。

表 4 城乡劳动力的异质性对流动比例和产出效应的影响（稳健性检验） 单位：%
迁移成本替代

以城市非国有部门劳

动力的迁移成本替代

农民工的迁移成本

以城市低学历劳动力

的迁移成本替代农民

工的迁移成本

以城市低收入劳动力

的迁移成本替代农民

工的迁移成本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5
2000
2005
2010
2015

2005

农民工流动比例变化

-77.27
-66.46
-69.75
-12.46
-83.12
-78.06
-76.37
-8.17

-82.80

城市劳动力流动比例变化

9.68
8.81
11.85
0.66
10.66
10.59
14.18
0.47

11.29

产出（GDP）变化

-1.22
-1.13
-1.74
-0.31
-1.28
-1.32
-2.04
-0.41

-1.39

注：在 4个年份截面中，仅 2005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有“收入”指标，因此，城市低收入劳动力子样本的分析仅限

于 2005年。

① 准确“析出”制度性影响是一项极具挑战的工作。在已有的量化空间模型的研究中，很少看到进一步通过

实证方法以求更准确地量化制度性影响的文献。本文仅针对 2010—2015年城市劳动力跨地区迁移成本

的变化提出一个不成熟的实证方案，尝试性地剥离了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以期“抛砖引玉”。检验结果参

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② “反事实分析（二）”中不涉及两类劳动力的直接对比，因此这部分结果不需进行子样本的稳健性分析。

36



2023年第 9期

2.参数敏感性检验

迁移收入弹性的大小对劳动力跨地区迁移规模的影响最为直接，本文通过变换 εh的不同取值，

以观察反事实分析结果对参数变化的敏感性。① 首先将劳动力的迁移收入弹性设为 1.5（Tombe
and Zhu，2019），重新进行量化分析，产出变化幅度平均为 1.23。进一步，考虑到农民工和城市劳动

力的迁移收入弹性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对两类劳动力分别进行估计，得到农民工（εag）和城市劳动

力（εna）的迁移收入弹性分别为 1.52和 1.06②，意味着在相同比例的收入变化下，农民工流动的敏感

程度高于城市劳动力。将农民工的迁移成本替换成城市劳动力后，产出平均减少 1.80%，表明当考

虑两类劳动力迁移弹性的差异时，农民工跨地区充分流动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更大。总体看，随着迁

移收入弹性参数取值的变化，反事实分析结果虽有变动，但基本结论与基准模型完全一致，具有很

强的稳健性。

七、劳动力市场综合改革下的效率改善与经济增长空间

前文的分析表明，附着在城市户籍上的社会公共福利的“属地化”管理特征，是导致 2010—
2015年农民工跨地区迁移成本上升进而影响配置效率的主要原因。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无

法对 2015年之后农民工跨地区迁移成本的变化进行准确量化评估，但基于对户籍制度和劳动

力市场体制改革趋势的预判，可以对 2015 年之后两类劳动力迁移成本的变化进行展望式

分析。

一方面，伴随着劳动力市场改革，农民工和城市劳动力享受到的城市公共福利差异会进一步缩

小，而农村人口市民化的推进也会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在城市常住定居，甚至转变户籍属性、

完成“户籍迁移”，由“城市过客”真正变成城市劳动力。这意味着越来越多“高流动性”的农民工将

转变为“低流动性”的城市劳动力，进而推动城市部门总体劳动力（包含农民工和城市户籍劳动力）

平均的跨地区迁移成本上升，削弱要素空间配置效率，这一负面影响在整个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将

持续存在。另一方面，城市劳动力市场综合改革也在不断深化，基本的改革取向是“破除妨碍劳动

力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劳动力自主有序流动”。随着劳动力市场地区分割的逐渐破除，城市

劳动力的跨地区迁移成本有望不断下降，从而有效“对冲”农村人口市民化对劳动力空间配置效率

的不利影响。③

为了预判上述两个方面的制度变迁对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性的综合影响及产出效应，本文进一

步以 2015年为基期进行“展望式”的反事实分析。首先以 2015年为基期校准模型，模拟农民工在城

市定居比例持续提高导致的产出效应。表 5的模拟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综合改革可能带来的经

济效率改善和产出增长空间。由表 5可见，当综合改革使得城市劳动力迁移成本下降 20%时，就可

以完全抵消农民工进城定居对产出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如果持续推进城市劳动力迁移成本

下降，将进一步优化劳动力空间配置、促进产出增加。

① 本文也对其他参数进行了类似的敏感性分析，所有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
org）附件。

② 参数估计的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③ 本文对公共福利的可携带性也做了模拟，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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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劳动力市场综合改革下的产出增长空间 单位：%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0%
0.00
0.10
0.22
0.36
0.52
0.72
0.95
1.22
1.52
1.80

10%
-0.05
0.07
0.20
0.36
0.55
0.76
1.02
1.33
1.66
1.96

20%
-0.10
0.03
0.19
0.36
0.57
0.81
1.09
1.42
1.79
2.11

30%
-0.15
0.00
0.17
0.36
0.59
0.85
1.16
1.52
1.91
2.25

40%
-0.20
-0.04
0.15
0.36
0.60
0.89
1.22
1.60
2.02
2.37

50%
-0.25
-0.07
0.12
0.35
0.62
0.93
1.28
1.68
2.12
2.48

60%
-0.30
-0.11
0.10
0.35
0.63
0.96
1.34
1.76
2.21
2.58

70%
-0.36
-0.15
0.08
0.34
0.64
0.99
1.39
1.83
2.30
2.67

80%
-0.41
-0.19
0.05
0.33
0.65
1.02
1.43
1.90
2.38
2.74

90%
-0.47
-0.24
0.03
0.32
0.66
1.05
1.48
1.96
2.45
2.80

100%
-0.53
-0.28
0.00
0.31
0.67
1.07
1.52
2.02
2.52
2.85

注：第（1）行代表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比例，第（1）列代表劳动力迁移成本下降的百分比。

八、结论与政策建议

与现有文献关注农村劳动力“跨城乡”流动不同，本文针对农民工“跨地区”流动性的变化及其

产出效应进行了量化研究。首先，使用 2000—2015年全国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典型事

实初步展示了农民工和城市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性及收入离散程度的显著差异。其次，在此基础上，

构建了一个包含劳动力迁移的 EK量化空间模型，使用反事实分析方法研究了农民工的“城市过客”

特征以及跨地区充分流动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程度，评估了 2010—2015年农民工由“暂住”到“定居”

转变对其跨地区迁移成本及产出贡献的影响。作为对照，本文还量化了 2010—2015年城市劳动力

跨地区流动性变化及产出效应。最后，以 2015年为基期对进一步推动劳动力市场综合改革所能带

来的产出增进空间进行了预估。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户籍制度阻隔下，“暂住”在城市的农民工不必背负城市公共福利背后隐

含的迁移成本，导致其跨地区的流动性远高于城市劳动力。当地区之间由于要素错配而出现工资

差异时，农民工能够更快速地响应这种工资套利机会，从而客观上优化了劳动力空间配置效率。

2000—2015年，相对于城市户籍劳动力较低的流动性，农民工的跨地区优化配置对 GDP的贡献年

均达 1.26%。当然，这种产出增进是以农民工的福利损失为代价的。②2010年以来，由中央政府主

导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变革使农民工分享了部分的城市公共福利，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实现了城市定

居。与此同时，城市公共福利的“锁定效应”显著提升了农民工跨地区的流动成本，由城市“暂住”到

“定居”的转变引起了 2010年以来农民工跨地区流动性的大幅下降。量化分析显示，2010—2015年
农民工跨地区迁移成本的上升显著降低了流动频率，劳动力空间配置效率的下降使 GDP损失

0.50%。与之相反的是，2010年以来劳动力市场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加速推进，进一步提高了城市劳

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性，通过劳动力空间配置的优化“对冲”了农民工流动性下降造成的效率损失。

③以 2015年为基期展望了进一步的制度变迁对劳动力跨地区配置的影响。研究显示，单独推进农

民工进城定居将持续降低农民工的跨地区流动意愿，不断削弱劳动力的空间配置效率，对产出造成

不利影响。但是，若能通过劳动力市场综合改革使得省份之间的迁移成本下降超过 20%，就可以完

全“兜住”农村人口市民化进程对产出造成的负面冲击，促进劳动力空间配置进一步优化。

本文的研究表明，农民工市民化不仅需要保障更多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并纳入城市公共福利

体系，也应当关注到这一过程中农民工流动性大幅降低对要素配置效率的不利影响。在当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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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整体放缓的背景之下，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如前文所述，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

城市公共福利不能“随人而动”所产生的就业“锁定效应”。相应的政策启示是，在打破城乡户籍分

割、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同时，实现社会保障的跨地区无障碍转移、提高城市公共福利的可携带

性，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城市部门的就业“锁定效应”，释放劳动力跨地区自主流动带来的要素配

置红利，“对冲”农民工进城定居对产出增长的负面冲击，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双赢。

目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及失业保险的跨地区转移已经具备了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8年 12月修正）明确规定，劳动者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养老、医

疗及失业保险随本人转移。2023年 8月，国务院出台了《社会保险经办条例》，进一步要求“用人单

位和个人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办理完毕。”但

是，在现实中，各类社会保障仍然和户籍相挂钩，跨地区接续转移依旧面临着各种政策性壁垒，全国

统一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基于本文研究发现，主要有以下三点政策建议。一是进一步

打破社会保障的属地化管理及其与户籍之间的关联，确保各个地区的社会保障服务事项标准统一、

整体联动及业务协同，为社会保障的跨地区无障碍转移提供制度支持。二是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的

统筹层次，由市内、省内统筹逐步过渡到全国跨省统筹，并通过精简办事流程、优化操作规范，真正

实现社会保障服务的“跨省通办”。例如，对于医疗保险，要进一步完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制

度，扩大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的覆盖面，同时进一步简化异地就医备案手续，方便参保人员享受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三是在技术层面降低社会保障的跨地区转移成本，借助互联网、大数

据技术，整合各地社会保障系统的参保信息以实现数据共享，全面推进社会保障服务的数字化转

型，通过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为劳动者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当然，提高社会保障的可携带性

只是减轻城市就业“锁定效应”的一个方面，要真正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公正合理、畅

通有序的劳动力流动新格局，就必须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城乡一元化的户口登记体

系，彻底剥离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除“人口登记管理”之外的其他职能。与此同时，还要破除那些妨

碍城市内部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包括劳动力跨所有制部门流动面临的制度阻隔、行政事业

单位与企业之间社会保障“双轨制”导致的流动障碍等。

需要指出的是，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的量化分析仅停留在农民工的跨省流动层面，而近年来

农民工在省内流动并且向省会城市聚集的特征比较明显，要更加全面准确地分析农民工跨地区流

动变化及其产出效应还有待于基础数据的进一步完善。此外，本文的静态模型仅能刻画农民工市

民化及进城定居对产出的短期影响，如果要分析劳动力市场改革对劳动力流动和空间分布的长期

影响，动态的量化空间模型是更为恰当的分析工具，这也是今后值得关注的重点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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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realm of policy formul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discussions about rural labor

mobility have primarily focused on“rural-urban” migration，while ignoring the“inter-regional”

mobility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who relocate across cities. This paper uses data from the 2000‒2015

China Population Census and develops a quantitative spatial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inter-regional”mobility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on the spatial allocation of labor forces and

its output effect.

The study yields the following findings：Firstly，due to the long-standing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hukou），rural migrant workers face challenges in completing hukou migration and can only

“temporarily reside”in cities. The difficulty in obtaining urban hukou allows migrant workers to move

across regions without being constrained by the opportunity cost associated with urban public welfare.

Furthermore，migrant workers’“temporary residence”status in cities means that factors such as urban

amenities，infrastructure，education and medical conditions do not influence their decision-making

regarding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Consequently，migrant workers have lower migration costs when

relocating across regions. With wage disparities between cities due to factor misallocation，migrant

workers are able to quickly and cost-effectively seize wage arbitrage opportunities，thereby optimizing

the efficiency of spatial factor allocation.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full inter-

provincial mobility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efficiency of spatial factor

allocation，contributing to an annual average increase in GDP of 1.26%. Secondly，since 2010，the

process of granting urban citizenship to rural migrant workers has accelerated，with a growing number

being incorporated into urban social and public welfare system and gradually settling in cities.

However，the localized management of urban social security has resulted in a“job-lock effect”that

hampers labor mobility，raising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migrant workers’mobility and leading to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their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Quantitative results reveal that during 2010‒2015，

the rising cost of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for rural migrant workers h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ir

mobility frequency，resulting in a 0.50% loss in GDP due to declining spati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labor.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neither support the hukou system，nor oppose rural workers’ access

to urban public welfare and settlement. Instead，they serve as a reminder to policymakers about the

negative economic implications arising from the sharp decline in inter-regional mobility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when promoting their settlement in citie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suggest that alongside the

ongoing efforts to grant citizenship status to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expand social security coverage，

policymakers should further deepen comprehensive labor market reforms， eliminat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hat hinder inter-regional labor mobility，improve the“portability”of urban public welfare，

and facilitate unrestricted inter-regional transfer of social security. These measures will eliminate the

“job-lock effect”of cities，leading to optimized labor allocation efficiency.

Keywords：：rural migrant workers；cross-regional migration；hukou system；spati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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